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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 

——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沈登苗 

     

提 要：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的少乃史籍缺载所致，事

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

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B 类进士少）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明代“B 类进士”讨论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明代进士祖上三代有官职或较高功名的家庭比例低，也与登科录遗漏或受其

格式限制有关。 

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

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

教于方家。 

关键词：明代进士  生员身份  登科录  天一阁  何炳棣 

 
一、问题的提出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在他的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

①中，通过对明清 48 份进士登科录的 12226 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代进士出自 A 类者，即

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的家庭占 47.5%；出身 B 类者，即前三代已

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占 2.5%；余为出身 C 类，即是指那

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

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其中，明初（1371-1496）(以下改为“明代前期”)平民出身的占

58.7%。清代 A 类进士占 19.1%，B 类进士占 18.1%，两者合计为 37.2%。明清两代出身 A 类的

进士占 30.2%，出身 B 类的进士占 12.1%，两者合计为 42.3%。此外，何炳棣又认为宋代进士

来自平民家庭的占 53%。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

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

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 A 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②。

也可以这么说，明代，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标

本，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 

由于何氏所用史料的不可取代（至少在天一阁孤本整理出来前）与样本占有总体上的无与

伦比，加之论证比较严密，讨论既深又广，使《明清社会史》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

的一个经典。而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俨然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① (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② 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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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遭到了以海姆斯(Hymes)、艾尔曼

(Benjamin A.EIman)、卜正明等国际著名汉学家的强烈冲击①，但“非流动派”主要是通过自己

的研究，从方法到观点与何氏进行争鸣，至于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是否存在局限？考

察的明代前期的科年与人数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标准？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

是否具有普适的意义？质疑者则大多不予关注。 

遗憾的是，在这场关于科举社会流动率的激烈争辩中，大陆学者没有发挥对本土历史、文

化，习俗②熟悉的优势而直接介入冲突，这至少影响到商榷的广度。 

拙作《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在支持何氏的科举

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这一基本结论的前提下，对明代前期科举

流动率高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

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同时指

出，何炳棣揭示的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乃至明代“B 类进士”稀少，是史

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所谓的“理解不同”，是指凡《明代进士登科录》户籍栏登记的“儒

籍”者，皆可视为有生员的家庭。但是，至于“史料缺载”的判断，是基于元代生员没有资格上登

科录而做的“明承元制”的类推③，是一种假设，其理论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史实的检验。 

近期，本人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④等史料的搜检，可以确定明代前期进士三代

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以及明中后期生员家庭的比例不高，均是“史料缺载”所致。何炳棣先

生的相关论点，因而也可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生员”在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中的分布 
本文所说的明代进士登科录，既包括作为明代科举考试的实物例证和原始载体，由官方颁

布、按成绩编排的《进士登科录》，又含被朝廷同年录取的进士，为联络情感、加强关系而私下

印刷，且按年龄排列的《进士同年录》。后者又可分《进士同年序齿录》和《进士履历便览》两

类⑤。 

表 1    生员在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中的分布 

生  员 
科年及登科录名称 

可考

人数 总数 B 类 
% 生 员 记 载 称 谓 

登科录 316 0 0/0 - 本栏数据不入合计 嘉靖十一年

进士 同年序齿录 319 15 7/7 2.2 生员、庠生、廪生 

                                                        
① 参阅(美)韩明士(海姆斯)著，曹国庆、邓虹编译：《社会变动与科举考试》，《江西社会科学》1989 年第 6 期；

(美)B·A·埃尔曼著，卫灵译：《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 年第 8
期；(加拿大)卜正民著，孙竞昊译《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 至 1911 年的宁波绅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② 如华人家族重视的，或者说，家族的核心利益是直系，这是非亲临其境者似乎难以体会的。 
③ 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

卷)2006 年第 9 期。 
④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 2006 年版。 
⑤ 参阅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28 页；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

——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5-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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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 320 3 1/1 0.3 冠带生员 

嘉靖二十年进士登科录 298 2 1/1 0.3 冠带生员、官生 

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 312 3 3/3 1.0 冠带生员、生员 

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登科录 320 1 1/1 0.3 冠带生员 

隆庆五年进士登科录 396 4 3/3 0.8 冠带生员 

万历二年进士登科录 299 15 12/12 4.0 冠带生员、官生 

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 301 3 2/2 0.7 冠带生员 

万历十一年进士登科录 341 5 2/2 0.6 冠带生员、官生 

万历十四年进士履历便览 107 25 19/17 15.9 冠带生员、庠生筹 

万历十七年进士履历便览 234 57 50/43 18.4 生员冠带、庠生等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履历便览 130 42 31/29 22.3 庠生、增广生、廪生筹 

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履历便览 235 66 41/35 14.9 庠生、冠带庠筹 

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履历便览 100 19 8/7 7.0 庠生、廪生 

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履历便览 286 76 39/32 11.2 庠生、增生、廪生等 

崇祯四年进士履历便览 342 172 105/64 18.7 庠生、生员、官生筹 

崇祯七年进士履历便览 302 157 90/58 19.2 庠生冠带、学生等 

崇祯十年进士履历便览 299 193 107/71 23.7 庠生、武生(1 人不计)等 

崇祯十三年进士履历便览 296 142 66/52 17.6 廪膳生员、官生等 

合                   计 5237 1000 588/440 8.4  

资料来源：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 2006 年版。 

说    明：①本表仅反映生员在天一阁藏代明登科录中的分布，并不代表生员在明代进士祖上社会成份中

的概率。②“B 类”是指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进士家庭。该栏/线前

是指这类进士的合计，后是指这类进士的家庭，百分比按此计算。③因部分科年没有校核，影印版的一些内容

模糊不清，且若干官职的实授或虚衔（不计 C 类）难分，故此表数字的精确性，还有待日后的进一步考证。 

 

由表 1 可知，明代进士登科录中较早出现生员记载的是嘉靖年间，因《嘉靖十一年进士同

年序齿录》刊于万历时期，则若本人的爬梳无误的话，那么，在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中最早出

现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是《嘉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问题在于，这是明代进士祖上

三代出现“生员”的确切时间吗？还是此前的登科录，未留下事实上早已存在的“生员”？嘉靖以

后的登科录记载是否已基本完整？有明一代的登科录在进士祖上三代生员成分的反映上究竟有

何特色？ 

1、嘉靖十七年以前的《进士登科录》对生员似一概忽略 

据笔者对天一阁藏的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初步翻阅，洪武四年到嘉靖十一年的 26 科《进士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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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录》，均不见进士祖上三代的生员信息，这与何炳棣先生的描述一致（见表 2）。令人欣慰的

是，我们在刊于万历年间的《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中发现了 15 位生员，其中有 7 例可

归入“B 类”家庭。这说明，至少到嘉靖十一年，在考取的进士中，其祖上已出现了不少的“生员”。

在分析嘉靖十一年及前的 31 科(含何炳棣独家利用的 5 科) 登科录后，我们发觉，这些登科录

均系官方颁布的、最正规、最权威的《进士登科录》，却无一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也即

明中叶前是否有“生员”？概率多少？似乎取决于登科录的类型；《进士登科录》未言“生员”，并

不意味着事实上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相同，缙绅的来源

相似，且早在洪武时期全国的地方儒学也已基本普及。故我们有理由推知，既然在《嘉靖十一

年进士同年序齿录》中呈现了成批的“生员”，那么，这前后（如嘉靖十四年等）未见生员，主

要也应是《进士登科录》忽略所致。 

使本人感到困惑的是，不仅在嘉靖十七年前的《进士登科录》里找不到生员，就是方志野

乘、家谱牒系、笔记文集、编年传记、行状墓志中，也几乎见不到纯粹的生员。如我们利用吴

仁安的研究成果①，在搜寻了二百多个明清江南望族后，感到失望的是，尽管这些名门世家，

在明初已不乏地方著名的学者和塾师，但一时还找不到 16 世纪初以前的生员，除非他以后有了

较高的功名、进入仕途或其它原因而被后人提及：先贤曾经是诸生。对此，不知我的以下看法

然否？一个人在科举的道路上若止步于生员，那么，他不是无意仕进，就是久困场屋，自然就

不值得自己和别人一提。这一状况直到明中下叶，才有所改变。 

2、生员身份主要载于进士同年录而非《进士登科录》 

再分析嘉靖十七年后的 24 科登科录，其情形也同此前相似。其中，嘉靖十四年、二十六年、

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计 7 科《进士登科录》，仍未见生员。

嘉靖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隆庆五年、万历二年、五年、十一年共 7 科《进士登科录》，

除万历二年有 15 例外，其余 6 科也仅见 1-5 个生员。而在万历十四年、十七年、二十三年、二

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崇祯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等 10 科《进士履历便览》中，

都发现有较多的生员，其中，崇祯十年竟达 193 位。且这些规律性的现象，也与何炳棣先生观

察的吻合（见表 2）。 

至此，我们可大致构勒出生员在明代登科录中的分布特征：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

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嘉靖时期才出现生员，以后

逐渐增加，至崇祯朝达到了总数的 19.8 %，超过了后来的清朝的平均数②。由于何炳棣提供的

数据显示，迟至万历八年的《进士登科录》，生员一栏仍是空白（见表 2）。且我们在天一阁藏

《进士登科录》所摘的 36 位“生员”中，仅见 1 例单纯的生员和 1 个“生员封……”，其余 34 人

均系“官带生员”、“官生”之称谓③。这说明，《明代进士登科录》即使偶尔有生员的痕迹，一般

                                                        
① 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由此可见，史料来源的多样性和保存的多渠道是何等的重要，若没有民间刻印的同年录，或无天一阁主人范

氏的私家收藏和保管，明代“生员”的进一步探索几乎无从入手。 
③ 关于“官带生员”、“官生”，详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5-189 页。不过，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似乎不支持陈的“所谓‘官生’，当指都司、卫所武官之应袭舍人入

学者”之观点。因为，笔者从中所见的“官生”，以民籍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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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加了内涵。那么，笔者设问，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应载

于抑或必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①若是，又始于何年？有趣的是，何炳棣调查的清代进士

的三代履历，其文本也全是同年录②，那么，我们对清代《进士登科录》也可否提出同样的问

题？ 

顺便提及，明代进士祖上三代有较高功名或官职的家庭，在登科录中也有遗漏。如正统十

年状元商辂，其曾祖商邦昌曾任元杭州路儒学提举督学官③，可《进士登科录》未载。再如，

正统十三年进士、华亭籍盛纶，其祖盛忠，宣德十年举人，官南和县学教谕；父盛铨，正统三

年举人，官泰来？县学训导④，然他们的功名与仕历，《进士登科录》也都阙如。  

此外，有些履历未能反映祖上的功名或官职，则与登科录格式限制有关。由于登科录记载

的空间极为有限，祖上三代有官衔者每人填写的履历普遍止于一项，且总登记的长度仅为一行。

故因子孙腾达而受赠、封者，一般仅写追赠、恩赐的官爵或荣誉称号，却不表任官。而当代人

统计“C 类进士”时，通常是把虚衔者(包括散官)排除的，这就无意之中把那些职事官或有任官资

格的祖上也归为平民了。如万历十一年进士董道醇的祖父董环，《进士登科录》仅辑“累赠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这就把他的岁贡生之功名屏蔽了⑤。 

三、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揭示的“生员”的作用与意义 

    展示了天一阁藏明登科录所载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特征后，我们便与何炳棣进行

商榷，并进而谈谈天一阁藏明登科录揭示的“生员”的作用与意义。 

    1、天一阁藏科举文献推翻了史学大师的结论 

为便利讨论，现把何氏的相关资料整理、简化成表 2。 

表 2   明代进士的社会成份(何氏) 

A  类 B  类 A、B 合计 C  类 
科年及登科录名称 

总 

人数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 28 21 75.0 一 一 21 75.0 7 25.0

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 106 89 84.0 一 一 89 84.0 17 16.0

天顺元年进士登科录 294 182 61.8 一 一 182 61.8 112 38.2

成化五年进士登科录 248 149 60.0 一 一 149 60.0 90 40.0

成化八年进士登科录 250 137 54.8 一 一 137 54.8 113 45.2

弘治九年进士登科录 298 140 47.0 一 一 140 47.0 158 53.0

弘治十八年进士登科录 303 126 41.6 一 一 126 41.6 177 58.4

正德十六年进士登科录 330 156 47.3 一 一 156 47.3 174 52.7

                                                        
① 按：由于《进士登科录》登记的祖上身份是仕历(含虚衔)或入仕的资格，生员还不具备做官的硬件，故其没

有资格上《进士登科录》，在理论上并不难诠释。 
② 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12-113，358-359 页。 
③ 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第 648 页。 
④ 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6 页。 
⑤ 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第 650-6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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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四年进士登科录 329 154 47.0 一 一 154 47.0 175 53.0

嘉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 317 154 48.6 1 0.3 155 48.9 162 51.1

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 312 151 48.4 2 0.6 153 49.0 159 51.0

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同年录 384 182 47.4 24 6.2 206 53.6 178 46.4

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登科录 298 133 44.6 一 一 133 44.6 165 55.4

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 405 203 50.1 一 一 203 50.1 202 49.9

万历八年进士登科录 302 134 44.4 一 一 134 44.4 168 55.6

万历十四年会试录* 356 105 29.5 54 15.1 159 44.6 197 55.4

万历三十八年序齿录 230 61 26.5 40 17.4 101 43.9 129 56.1

明代合计 4790 2277 47.5 121 2.5 2398 50.0 2383 49.7

清代合计 7436 1419 19.1 1350 18.1 2769 37.2 4667 62.8

明清总计 12226 3696 30.2 1471 12.1 5167 42.3 7059 57.7

资料来源：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表 9)，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112-113、357-358 页。按：本表所用何著电子文本，由吴宣德、林介宇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说    明：①原表 9 在统计或计算时存在若干问题，为统一起见，本表数据仍保持原貌；②万历十四

年会试录，疑为进士履历便览。 

 

由表 2 可知，何炳棣统计的 17 种登科录有 14 科是《进士登科录》，只有 3 科系同年录。我

们从表 1 已获知，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不完全档案，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

官方的《进士登科录》，既然何氏统计的资料主体是《进士登科录》而非进士同年录，则能辑出

的生员自然就少了。故尽管何炳棣几乎囊括了当时海外可以搜寻的资料，且研究的版本是权威

的，描述的数据是客观的（相对于统计的文本），但由于没有机会来至尊的天一阁“碰一碰” —

—她收藏的 52 种(不含其它形式的 4 种)明代进士题名录（其中独家收藏 29 种/28 科①） ，以致

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考查中，不能得出能比较正确地代表有明一代的结论，也即，

由此统计的资料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特指“B 类进士”，下同）的一个依据。换句

话说，天一阁藏科举文献推翻了史学大师的结论，使得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概率，比

较接近于事实。同时，笔者虽然早在几年前，就从何氏反映的结果不符合明代社会结构特征、

罗列的数据不具有规律性等因素推理出——明代“B 类进士”少“是史书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

所致”，但因找不到论证的实物，论点不能使人信服。由此可见，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明

代 B 类进士讨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似乎难以颠覆明代“生员”稀少之权威的

结论。 

2、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之意义 

据相关论证，至少洪武四年的进士祖上三代大多有进学背景②。由于明初军功地主上升至缙

                                                        
① 根据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第 38-47 页统计。 
② 详见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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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世家有个过程①，生员功名在代际反映上也需要时间。故永乐至正统朝，进士祖上三代在地

方儒学就读的可能不会太多；景泰后应逐渐增多，至成化朝，接近常态，并大致固定下来。本

文所谓的“生员常态”，是基于这样的推理：宋②、元③、明、清，大多数时期进士祖上三代有

官职或任官资格的约占三分之二弱，如果加上仅为生员出身的，应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左右，考

虑到明代前期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明代进士祖上三代有生员及以上功名和官职的，约占

70-75%④，根据何氏对“C 类进士”的介绍（见表 2）⑤，则“B 类进士”应在 15-25%之间。这

并不是想“矫枉过正”，硬使“B 类进士”的概率超过清朝，而应从明代“C 类进士”少去理解。  

生员虽然仅属初级功名，是低级绅士，但要取得生员头衔也非易事，一般地说，在生产率

不高的农耕社会，他必须具备小康以上的经济基础，故坦率地说，明代的绅士阶层通常属地主

阶级。同时，家庭中要有比较开明的前辈，舍得智力投资，且应是“读书种子”。“进学”的大

多是时代俊秀，形象地说，明代在童生竞争中胜出的秀才，类似今天“县一中”尖子班的学生，

有较高的智商。故生员代表着一个家庭曾经具有小康以上的经济实力和比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双

重身份，是平民上升至统治阶层的边界⑥。事实上，亦享有准官僚的礼遇和特权。又由于明代

有官职或任官资格的几乎都入过泮，则与历朝一样，明代进士也大多来自绅士阶层，而不是何

炳棣所论断的一半⑦。这说明，明代进士也大都是一个家族长期积累的硕果，是优生优学的产

物，是精英内部的循环⑧。也可以说，横向流动仍是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的“主旋律”。但这并不

意味着我对科举社会的流动萌生丝毫的怀疑，因为财富是不停地流转的⑨。本人更不会因此而

改变——从方法到结论，总体上，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研究，至今仍在代表着该课题的水平

                                                        
① 从洪武后儒籍进士急剧下降，军籍、官籍进士稳步上升看，永乐后，宋元士大夫之后裔逐步退出政治舞台，

并被元末明初的军功地主和新的有产阶层所取代。参阅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

第 308-310 页；沈登苗：《评钱茂伟教授著〈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之得失——兼论学术

书评的追求》，《科举学论丛》第一辑，2007 年。 
② 虽然，人们对南宋两份进士登科录(1148、1256 年)的调查显示，进士中“新人”分别是 56%和 58%，但需要说

明的是，该统计中的“官场关系的人”，仅“称那些在父系三代祖先中有为官的中举者”，而不包括无官职的“中举

者”，这与目前通行的统计标准是有区别的，更遑论南宋登科录记载的进士家状是否完整了。详见 E.A.Kracke，
Jr 著，刘纫尼泽：《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 年版，第 293-318 页。按：该资料再初有刘海峰教授委托钱建状博士提供，谨致谢意。 
③ 元代南人进士出身于仕宦家庭者占 66.1%，余下的还有不少“应为仕宦而无记录之家庭” 和“平民书香”之家。

详见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剩下的，也十有八九产生在富民阶层。真正靠本人力田而不受亲友资助的，几可忽略不计。如华亭徐氏素以

耕读起家著称，可传到徐阶的父亲，也算官场中的人了。 
⑤ 据笔者对洪武四年、宣德五年、八年、正统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景泰二年、五年、天成四年、八年、

成化二年、十一年、弘治三年、嘉靖十七年、万历十一年等十几个科年的抽样统计，数据也与何氏大同小异。 
⑥ 从万历以后的进士履历便览可见，有生员的家庭进士“辈出率”远远大于无生员的家庭。另，日本学者通过

明清时期常州科举世家的研究显示，祖、父有无功名，对后辈出中、高级功名获得者的影响很大，而功名高低(含
生员)，则对后代影响不大。参见(日)仓桥圭子：《科举世家的再生产——以明清时期常州科举世家为例》，《中国

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古藉出版社 2008 年版。 
⑦ 则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 A 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之类比是否确切，

也就不言而喻了。 
⑧ 据对万历三十八年 77 位军藉进士的研究表明，仅是进士的兄弟中，就有 200 人有各级功名，即这 77 个进士

平均每个家庭有 3.6 个兄弟有功名，且还没有充分发挥的进士的儿子们，也显示了强劲的进学势头。这从一个

侧面说明，自生员始，科举功名就被绅士、有产阶层垄断了。详见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

官》，《东洋学报》（日）第 71 卷第 3、4 号，1990 年。按：该资料有刘海峰教授提供，谨致谢意。 
⑨ 一般地说，先有土地与资本的流动，才能有科举的社会流动；大致达到了小康的经济水准，才有实质性的社

会阶层流动，详见沈登苗，《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教育与考试》2008 年第 2 期，第

40-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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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评估，以及对史学大师何炳棣前辈的推重、乃至崇拜之情①。 

四、余    言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题名录是天一阁藏书的二大特色之一，留存至今的明代科举文献，海内

外唯天一阁是尊。天一阁藏明代科举题名录的精华——《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

及《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也影印出版有年。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天

一阁藏明代科举题名录的利用，仍停滞在文献种类、结构体例、基本内容等的介绍和与其它版

本的比较，以及进士姓名、籍贯、科年、甲第、名次等个案的考证上，其成就主要彰显在目录

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贡献大抵还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② 真正利用天一阁藏明代科举文献，

对科举研究有直接推动的成果，或能披露该史料独特作用的报告，似乎还未问世。笔者早欲利

用天一阁之宝库，做些感兴趣的工作，但苦于没有文本，只好望书兴叹。近期，我利用慈溪市

地方志办公室收藏的天一阁影印的《登科录》、《会试录》，通过伏案攻读、处理，终于取得了第

一手资料，方成此文。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题名录的精华是《登科录》，《登科录》的核心内容是“进士家状”，若充

分挖掘之，定能大大丰富科举学、人才学、人文地理学、教育史等内涵，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然而，仅以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研究言之，若从“C 类进士”或“A 类进士”切入，宏观层面似

难撼动何文——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是成立的。则无意之中，拙作“B 类进士”的视

角，幸运地触摸了她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甚为欣慰。 

 

*本文在资料查阅时得到了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童银舫、王孙荣等先生、女士的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沈登苗，男，1957 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人文

地理学研究。 

 

                                                        
① 详见沈登苗：《评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明代研究》(台)第 13 期，2009 年 12 月。 
② 详见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文献》第 20 辑，1984 年、《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 1996 年

版；李大东：《明代进士颢名校勘记》，载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7-198 页；

沈登苗：《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浙江学刊》1998 年第 2 期；钱茂伟：《国

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 229-265 页；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第 10-28 页。 


